
 

 1 

江南土墩墓与铜礼器器用的偶数用鼎 

杨博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江南地区土墩墓葬青铜礼器的器用礼俗，偶数用鼎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无论是墓葬整体器用组

合的偶数用鼎，还是用鼎组合内部存在的偶数同形鼎，西周中期以降在宁镇、皖南、江淮以及山东沿海地区均有所

见，特别是偶数同形的用鼎礼俗至迟在春秋初期已成为上述地区有别于中原地区列鼎“周制”的显著特色。墓葬青

铜礼器用鼎亦揭示出春秋以后广义之“周人”族群内部的诸侯国族在青铜器用文化层面的交融互摄，并最终凝聚成

华夏族群的动态历史过程。 

【关键词】：土墩墓 铜礼器器用 偶数用鼎 偶数同形 

【中图分类号】：K871.3【文献标识码】：Ａ 

一、问题缘起 

广泛分布于江苏南部宁镇地区及其邻近的皖南和浙皖交界地区的土墩墓，是商周时期江南地区特有的墓葬形式[1]。它们多处

在平原高地或丘陵山岗之上，封土成墩。一个土墩内或不止一墓，各墓亦见有叠压打破关系[2]。有些墓主与随葬品等葬物直接置

于地面之上，有的有石床石椁。其上堆积的馒头状土墩，多数不加夯筑。土墩墓营建之前的原始地面上，多可见墓地建筑。它

与吴越文化密切相关，已在考古学界形成广泛的共识，也被顺理成章地称为“吴越土墩墓”[3]。墓中随葬品多以原始瓷器、陶器

为主，少数高等级墓葬中则见有铜礼器及殉人。特别是宁镇、皖南地区所见青铜礼器，绝大多数出自土墩墓中，且在出土青铜

礼器的土墩墓的区域内，多存在属于同一时期的聚落遗址或者城址，而有些土墩墓密集分布区却从未发现过随葬青铜礼器的土

墩墓葬，附近却发现有小型遗址、战堡或铜矿遗址。邹厚本先生曾就此指出墓主身份地位与就近遗址性质之间存在联系[4]。青铜

礼器是商周贵族社会政治、伦理、宗教等一切礼仪制度的器用标志。不同等级身份的贵族在不同的礼仪场合所使用的青铜礼器，

在种类、数量上是有差别的，有一整套青铜礼器的组合使用方式，即为“器用”。“事死如事生”，青铜器亦是商周贵族墓葬

中最普遍和主要的随葬器物，成为判定墓葬等级和墓主身份族群的重要标准[5]。 

通过考察墓葬中的铜器样式及其铭文风格，推究器用组合的差异，原是分析中原地区商周墓葬中礼制系统的有效途径。长

期以来，学界对皖南及宁镇等江南地区出土铜器，特别是周代铜器的讨论，正是遵循此种办法。学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6]，

例如主要依靠形制与纹饰差别，基本分为三种[7]，即与中原、关中地区形制、纹饰相似，但带有部分地方特征的融合型[8]，中原

型以及带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地方型[9]。正如吴越地区土墩墓是对应国别与族属而言的那样，张敏先生又将之分为吴器、越器和干

器[10]；陆勤毅、宫希成等先生则分为中原、融合、吴越、徐舒、楚等数种[11]。笔者近年来关注以“青铜器区位分析”来讨论随

葬青铜礼器的器用组合，主要考虑位置关系所能探究的“组合”中的器物来源，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并兼及时代、等级、性

别、地域等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器用现象差异[12]。随着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在学界研究基础上，持上述问题视角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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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讨论吴越地区土墩墓随葬铜礼器的器用组合诸方面，是否有可能促进江南地区周代铜礼器器用的研究，是笔者接下来拟作初

步尝试的。 

 

图一//宁镇地区土墩墓随葬青铜礼器举例 

1.溧水乌山 M2垂腹卣2.烟墩山立耳垂腹鼎 3.母子墩方座簋 4.高淳下大路鼎 

二、宁镇、皖南地区土墩墓葬的铜礼器器用 

整个东南地区的土墩墓群，随葬青铜礼器的周代墓葬主要分布于宁镇地区，如江苏丹徒烟墩山[13]、母子墩[14]、磨盘墩[15]，

溧水乌山
[16]

、宽广墩
[17]
，仪征破山口

[18]
，南京浦口长子墓

[19]
，高淳下大路

[20]
等；赣西北地区，如上饶马鞍山

[21]
；闽北地区，如

浦城管九等[22]。由目前所见材料，上述墓葬似可分为两组讨论，首先是随葬器物种类较少或原始墓葬已被破坏、组合不全的一

组。随葬器物组合可见单独水器，酒、水器，单独食器，食、酒器等，亦可见食、酒、水器三类齐全的，如宽广墩报道有铜匜 1

件，马鞍山出土盘 1，磨盘墩随葬尊 1、匜 1，浦城管九报道有尊、盘、杯等。单独食器的如浦口长子出土鼎 1、鬲 3。高淳下大

路出土有鼎 2、尊1；破山口所出器物据统计有食器鼎、鬲、甗，酒器尊、瓿及水器盉、盘等，则分别是食、酒与食、酒、水器

的组合。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烟墩山、母子墩与溧水乌山等宁镇地区第二组保存较完整的西周时期墓葬。依据原始瓷豆，4座墓葬的

年代均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前期[23]。4 座墓葬的具体年代，所出铜器亦提供了线索。学界初步认为溧水乌山 M1 稍早，约在西周

康王、昭王时
[24]

。M2 所出卣略显垂腹（图一︰1），估计年代在穆王前后。烟墩山所出宜侯夨簋，铭文提到武王、成王，可能是

康王时所作。墓中所出鼎有立耳且下腹倾垂的（图一︰2），应不早于昭王时，墓葬年代似在昭、穆王时。母子墩墓所出方座簋

（M1︰30）腹部所饰对称垂冠大鸟纹（图一︰3），已具有穆王时器的特点，其墓葬年代当不早于穆王。除溧水乌山M1单出一鼎

之外，烟墩山、母子墩与溧水乌山 M2 随葬铜礼器均涵盖食、酒、水三大器类。溧水乌山 M2 所出方鼎、卣、盘组合较简单，朱

凤瀚先生已指出其形制均属与中原地区相似但纹饰带有地方特征的融合型器物。烟墩山与母子墩所出涵盖融合型、中原型与地

方型，且以地方型器物为主，诸家均已多次指出，此不赘述[25]。 

单就器用区位而言，前述磨盘墩尊 1、匜 1，高淳下大路所出鼎 2、尊 1 在墓葬中均可见相邻置放的器用现象。母子墩所出

铜器，除去在发掘前被挖去的双兽首耳簋（M1︰1），墓葬中铜器群亦聚置一处，两件鼎（M1︰27、28）与方座簋（M1︰30）、雷

纹鬲（M1︰29）相邻；提梁卣（M1︰25）与双耳壶（M1︰26）、尊（M1︰31）与鸟腹尊（M1︰32）分别相邻，体现出与中原地区

相近的食器鼎、簋、鬲，酒器卣、壶等组合器相邻的特色。有学者指出，母子墩墓将青铜容器与兵器、车马器、陶瓷器整齐分

置于墓葬内的不同位置，表明了人们对不同质地的器物以及不同形制的青铜器具有更加明确的区别[26]。 

上述器物亦被学者分为三种类型讨论，如提梁卣是融合型，双耳壶是地方型，方座簋为中原型，雷纹鬲为地方型，两件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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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融合型。但是墓葬情境中，不同类型的器物却是作为组合器相邻置用的。这是否意味着，墓主人或者说器用者并不关心器

物的来源，而更关注的是器物本身所构建的礼制形式呢？ 

 

图二//烟墩山与屯溪土墩墓的“越式鼎” 

1、2.烟墩山越式鼎 3、4.屯溪土墩墓“越式鼎”（M3︰012-1、012-2) 

在此基础上就两座墓葬器用组合整体而言，学界早有注意其随葬礼器特别是用鼎的偶数，如烟墩山及其附葬坑各随葬 4鼎，

母子墩随葬 2 鼎。杨宝成等先生即曾特别指出，从礼器组合看铜器群中多见鼎簋共出，一鼎一簋、二鼎二簋、四鼎四簋等鼎簋

同比的器用现象显著[27]。可以补充的是，母子墩的二鼎二簋前文已述，就器用区位而言当为二鼎一簋一鬲的器用组合，是否可

析分为一鼎一簋与一鼎一鬲，似尚需确证。烟墩山墓葬惜未见到明确的器物位置关系，但是其随葬融合型器物有一鼎、一簋，

一盂、二盘；地方型器物有二“越式鼎”、一鬲，一尊、二盉；中原型器物为一鼎、一宜侯夨簋；就此而言，似亦可视作一鼎

一簋的组合。 

尤需注意的是烟墩山两件形制相近的越式鼎（图二︰1），这种两件形制相近的鼎组合使用，使人联想到前述高淳下大路的

两件鼎，形制均为立耳外撇、折沿、浅腹、蹄足（图一︰4）。由此分析，宁镇地区铜器墓葬的偶数用鼎似可分为两端：其一，

墓葬整体器用组合中用鼎的偶数；其二，整体偶数下同形鼎的偶数。我们知道，目前所见最早的列鼎是陕西宝鸡竹园沟 M1甲所

见 5 件圆鼎，墓葬年代约在西周穆王时[28]。烟墩山墓葬在昭、穆王时的年代与之相近，但是偶数用鼎与竹园沟的列鼎间似存在

不小的差异。 

皖南地区著名的“屯溪八墓”中，除 M7、M8 以外，均随葬有青铜礼器。其中 M4、M6 随葬尊 1,M2、M5 随葬尊 1、折腹平底

盂 1，为基本的食、酒器组合。学者多已指出以尊为主的器用形式，与宁镇地区存在紧密联系。M1所出鼎4、簋 2、尊 2、卣 2、

盘 2、盂 1等器物中，盆形腹扁柱足圆鼎（M1︰79、82）、尊（M1︰89）、卣（M1︰93、94）及盘（M1︰84、85）为融合型；盘形

腹鼎（M1︰80、81）、圆鼓腹雷纹簋（M1︰96）、椭圆形簋（M1︰83）、折腹圈足盂（M1︰95）带有显著地方特色；粗体觚形尊（M1

︰90）为中原型器物。就器用区位来说，发掘者已经注意到双卣（M1︰93、94）一盂（M1︰95）纵列在北，两尊（M1︰89、90）

与之相邻斜置于西，两盘（M1︰84、85）纵放在南，两件“五柱器”（M1︰91、92）在中间的摆放情况，细察亦可发现，四鼎

（M1︰79—82）横排在东，融合型的扁柱足圆鼎（M1︰82）与地方型鼓腹雷纹簋（M1︰96）相邻[29]。以上首先可见与宁镇地区

相同的器用形式，即不同类型铜器共同组合使用，其次鼎簋、尊卣组合器相邻的置用关系与中原地区相近。 

M3 随葬铜器种类在“屯溪八墓”最多，两件长方形腹，分别作矮柱足（M3︰9）及蹄足（M3︰5）的方鼎；浅腹、三足微外

撇，近于“越式鼎”的圆鼎（M3︰11）；两件形制近同，均作圆鼓腹、三足中段以下外侈的圆鼎（M3︰012-1、012-2，图二︰3、

4）；圆鼓腹、矮圈足，有双半环兽耳（M3︰03、04、06、10、23）、附耳（M3︰05）或无耳（M3︰1、055）的簋 8；方鉴 2(M3︰

20、011）以及上腹有镂空纹饰之盘 1(M3︰43）等均带有显著地方特色，其中两件有盖、双半环耳的簋（M3︰10、23），其腹部

形制与同墓所出无耳圆鼓腹簋形制近同，只是更为宽扁，故应为簋而非发掘报告所称之“盒”
[30]
。中原型器物仅有下部光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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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腹卣 1(M3︰08）；融合型器物有觯（M3︰44）、腹盖饰有羽冠相纠的对称大鸟纹的公卣（M3︰07）以及上腹部饰有夔龙纹的盉

（M3︰6）等。仍先就器用区位而言，据发掘报告，有明确位置关系的第一组铜器方盘（M3︰7）置于圆盘（M3︰8）内，簋（M3

︰10）置于方鼎（M3︰9）内
[31]

，是亦可见组合器鼎簋等相邻的器用现象。 

 

图三//溧水乌山与屯溪土墩墓随葬青铜礼器举例 

1.溧水乌山 M2方鼎 2.屯溪 M3短足方鼎（M3︰9)3.屯溪 M1盆形腹鼎（M1︰82)4.屯溪 M1垂冠大鸟纹卣（M1︰93) 

由上述，“屯溪八墓”与宁镇地区墓葬在器用组合、器用现象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共同点，如随葬铜器种类较少的墓葬中，

尊比较重要。多种类礼器墓葬中，随葬铜礼器作为整个器群组合使用，鼎簋、尊卣等组合器物常见聚置。偶数用鼎的现象普遍，

且均存在墓葬整体偶数用鼎与形制相近的偶数组合用鼎两种情况。 

此外，在器用形制上，如屯溪 M3所出短足方鼎（M3︰9，图三︰2），中腹部纹饰的情形与溧水乌山 M2所出方鼎风格近似（图

三︰1）。扁圆鼓腹，矮圈足、双半环兽耳的簋（M3︰03、04、06）与江苏丹徒司徒乡砖瓦厂窖藏所出簋形制相同[32]。M1 所出盆

形腹鼎（M1︰82，图三︰3），已呈垂腹，近于西周铜器三期即穆王时期形制，所出卣（M1︰93，图三︰4）饰有对称的垂冠大鸟

纹，亦是穆王时期流行的纹饰风格。发掘简报即曾认为这批铜器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中期至晚期[33]。发掘报告依据 M3、M4、

M7、M8所出剑及 M4、M7 所出戈之形制，将“屯溪八墓”年代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朱凤瀚先生已指出从形制特征看铜器仍

有归属西周之可能，并提出“屯溪八墓”年代是否同一尚需再考[34]。 

学者近来注意到“屯溪八墓”陶、瓷器与青铜器共存，相较于青铜器的断代而言，陶、瓷器使用时间更短，其年代相对也

更接近于墓葬的埋藏年代。而在所有原始瓷产品中，豆又是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类之一，形态亦较多样，有明晰的地层依据，具

有分期意义。通过对屯溪八墓随葬原始瓷豆的观察推断，屯溪M3年代约为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中期，M1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

M4、M6、M5、M7、M2 及 M8年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35]。若所论不误，循此则宁镇地区、皖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墓葬铜礼器器

用中，食、酒、水的器用组合，鼎簋、尊卣组合器相邻等均与中原地区器用形式存在密切联系；不同的是尊更常见，且在高等

级墓葬中亦存在偶数用鼎的情况，其渊源与流变是下文将要着力探究的。 

三、偶数用鼎的渊源及其流变 

宁镇、皖南地区以尊常见、偶数用鼎的器用礼俗，在江北地区亦有发现。学者曾指出，宁镇及皖南沿江地区风格青铜器，

既与当地以陶鬲为特征的湖熟文化有关，同时又与江淮地区的青铜文化息息相通[36]。皖南地区有不少青铜器在器型与纹饰方面

与江北的群舒器相近，学者早已注意到二者之间传播与影响的关系[37]。这里仍可以从墓葬器用礼俗来补充。 

西周春秋时期，安徽枞阳地处群舒腹地。有趣的是上述两种偶数用鼎的情况，在枞阳西周墓葬中均有发现。其一，墓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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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整体为偶数。1996 年枞阳官桥镇前程村墓葬即出土素面鼎 1(ZW00983）、窃曲纹鼎 1(ZW00982）、弦纹爵 1(ZW00981）、觚形尊

1(ZW00984），其中素面鼎形制与山东济阳刘台子 M3 出土王季鼎相近，窃曲纹鼎的纹饰可与 1964 年张家坡西周墓地所出 6 号鼎

相较，器物年代在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该墓即为鼎2、尊 1、爵 1的组合，偶数用鼎、鼎尊基本组合的器用礼俗显明。 

其二，同形鼎的偶数组合。1992 年枞阳横埠镇官塘村墓葬出土重环纹鼎 2(ZW00950、ZW00951），兽面纹尊 1(ZW00952）。两

件重环纹鼎器型基本相同（图四），与鲁故城 M48︰18、曲阜鲁仲齐鼎相近，器身与莒县西大庄所出 3 件列鼎近似，惟西大庄鼎

的蹄足更为明显。兽面纹尊（图五︰1）形制近似屯溪M1︰90尊（图五︰2），兽面纹、鸟纹与夔纹的组合亦近于叶家山 M1︰019

尊（图五︰3），年代似应在西周早期。这种西周早期的尊与西周晚期的鼎组合的情况，在宁镇、皖南地区常见，显示出本地族

群对青铜尊这一酒器的特殊偏爱。重要的是，该墓两件同形鼎配一尊的组合，正合乎前文总结的偶数用鼎的第二种情形。 

 

图四//枞阳横埠镇官塘村墓葬出土重环纹鼎 

1.ZW00950 2.ZW00951 

不惟西周，枞阳地区春秋早期墓葬中亦可见偶数用鼎的情形。1987 年枞阳金社乡杨市村来龙岗墓葬出土变形蝉纹鼎

2(ZW00954、ZW00955，图六），龙鋬匜 1(ZW00953）。墓中所出鼓腹圜底三蹄足形制的鼎，为中原地区两周之际常见的器型，装饰

凹点纹、变体蝉纹及腹部的扉棱，多具地方特色。春秋中期的安徽怀宁人形河所出云纹鼎，形制与其相同，下腹亦有变体蝉纹，

惟上腹云纹与凹点纹不同。这种青铜鼎应是仿照中原西周晚期流行的器型，而在春秋早期发展成熟，在江淮地区形成地方特色，

并可向南影响皖南、宁镇等地区。龙鋬匜多出现在江北地区，形制深受中原地区影响，丹徒磨盘墩、枣庄东江春秋墓 M2所出青

铜匜，与之形制接近。由此，该墓年代应在春秋早期[38]。值得注意的是，该墓所出两件变形蝉纹鼎不仅形制相近、大小纹饰均

基本相同，属于典型的偶数同形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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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兽面纹尊比较 

1.官塘村 ZW00952 2.屯溪 M1︰90 3.随州叶家山M1︰019 

 

图六//枞阳金社乡杨市村来龙岗墓葬出土变形蝉纹鼎 

1.ZW00954 2.ZW00955 

目前枞阳 5座出土铜器墓葬中，除 1987 年汤家墩遗址出有方彝 1、1985年浮山镇会圣村出土雷纹鼎 1以外，上述 3座西周

春秋时期墓葬，均使用偶数用鼎的器用礼俗。由枞阳 3座墓葬联系宁镇、皖南地区所见，这种随葬铜器中偶数用鼎的器用礼俗，

早期墓葬中的用鼎数量若大于两件，即 4 件以上时，一般会有两件形制相近同；其发展趋势似为形制不同的偶数，渐变为形制

相同的偶数用鼎，以至于形制、纹饰、大小均近同的偶数用同形鼎。 

枞阳所在的江淮地区地处淮夷腹地，淮夷与东夷联系密切，因居住在淮水流域而得名。东夷是居住在东方的古老部族，其

活动范围大致从山东黄河下游地区直到江淮流域的近海地区。东夷、淮夷长期与中原王朝共存，文献中“纣克东夷陨其身”的

记述，众所周知。学者研究发现，与夏代东夷族有关的岳石文化因素，在被称作夏代淮夷文化的斗鸡台文化，特别是是斗鸡台

二、三期，有较多发现[39]，这显然与来自鲁南的东夷人群有关。进入商代，仍有相当数量的东夷向淮河流域迁徙。商周之际，

因周公东征的讨伐、鲁公伯禽的逼迫，东夷人群继续向南迁徙，分散到今天淮河流域。南迁之后的东夷、淮夷经过一段时间的

休养生息，再次纠合淮河流域大小族群，发动对周人的反叛
[40]
。金文中亦常见西周王朝对淮夷、南淮夷的征伐战事，特别是西

周中晚期淮夷实力强盛，对周王朝时叛时服，成为西周王朝的心腹大患[41]。 

循着上述讨论，目前所见山东地区西周时期铜器墓葬中，西周早期墓葬滕州前掌大 M11 随葬鼎为偶数，8件鼎有方鼎 2、大

圆鼎 1、小圆鼎 1、扁足圆鼎2、分裆鼎2，其中两件方鼎（M11︰82、92）形制、纹饰、大小近同；两件分裆鼎（M11︰88、89）

形制、纹饰近同，大小略有区别，一件通高 22.4 厘米，另一件 22厘米；两件扁足圆鼎（M11︰80、85）与分裆鼎情况相同，一

件通高 21 厘米，另一件通高 19.8 厘米[42]。同形的偶数方鼎使用，商代即已盛行，马承源先生指出偶数方鼎的器用似是常制，

单个的反而可能是流散之器[43]。加之前掌大商代晚期墓葬 M38所出鼎却为 3件，是故不能遽尔认定前掌大亦有偶数用鼎之礼俗，

毕竟西周早期的用鼎礼俗未见确立用鼎数量之定规。 

西周中期的山东高青陈庄墓地，M35 随葬铜器种类组合有铜鼎、簋、壶各两件，盘、匜各一件；M36有铜盨、方壶各两件[44]。

盨、盘、匜均是西周厉王时期流行及确立的器物，故其墓葬年代在西周晚期前后，鼎、簋、盨等似亦为偶数同形。西周中晚期

近海的烟台、威海等地墓葬中可见偶数用鼎之情形。1969年烟台上夼村纪国墓葬出土鼎 2、壶 2、匜 1，㠱侯鼎与己华父鼎形制

相同，纹饰、大小及铭文有差别
[45]
。1974 年山东莱阳中荆乡前河前村亦出土纪国铜器，有鼎 2、甗 1、壶 2与盘、匜各1。弦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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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与重环纹鼎同样形制相同，纹饰、大小有差[46]。上述墓葬年代均在西周晚期。1965 年山东黄县归城曹家村南西周中期偏晚墓

葬 M1出土鼎2、甗 1、爵 1、尊 1、卣1、壶 1，两件鼎皆垂腹柱足方唇，腹部一深一浅[47]。另一座西周中晚期之际的墓葬是1977

年威海环翠区田村镇西河北村 M1，有鼎 2、甗 1、壶 1、铙 1，两件鼎形制相同
[48]
。 

由上述，目前似尚不能明确山东沿海地区周代墓葬中偶数用鼎的礼俗中存在偶数同形鼎的情况。前掌大、高青陈庄以及烟

台等地纪国墓地的族属似均与东夷赢姓、偃姓族群无涉，惟高青陈庄等地所见情形值得留意。高青陈庄遗址与齐国贵族有关，

若偶数用鼎为东夷、淮夷族群之显著特征，《史记·齐太公世家》曾明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如此则姜姓

的齐国、纪国在器用礼俗中是否“因其俗，简其礼”，即受到偶数用鼎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 

时代陵替，若把目光放在春秋早期，中原地区如三门峡虢国墓地、天马—曲村晋国墓地所见，自西周晚期列鼎制度已然明

确，而上述枞阳地区所见偶数同形用鼎的礼俗并非单一，似已在皖南、皖北乃至江淮到山东沿海地区的东夷、淮夷族群中得到

较大范围的普及。 

山东地区的偶数同形鼎主要见于东夷族群的郳（小邾）国、邿国、莱国、鄅国等。2002 年 6 月发掘山东枣庄东江村东南高

土台墓葬，保存完好的 M2、M3 墓葬中所出器物以同形为最常见现象，M2即有平盖窃曲纹鼎 4，与郳庆鬲 4、簠 4组成四鼎四鬲

四簠的组合[49]。邿国墓地 1995 年发现于济南长清仙人台遗址，共发现 6座墓葬，均为西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简报主要介绍

了 M3与 M6，其中 M3年代属于春秋初期，墓室面积约 11.9 平方米，随葬器物在椁室北部二层台的边箱内，为食器二鼎二簠组合，

两鼎大小相次，形制、纹饰一致。同属春秋早期的 M6亦用八鼎八簋等量偶数数量配比组合[50]。1963 年山东泰安肥城小王庄出土

一组青铜器，器用组合为窃曲纹鼎 2、睽士父鬲 2、象首纹簠 2、陈侯壶2、鱼龙纹盘1、象首纹匜 1；此外尚有穿带小壶形器 1、

勺 2[51]。其中簠、匜的形制似已晚到春秋早期偏晚，同样使用二鼎二鬲二簠偶数同形的器用礼俗。1976 年山东日照崮河崖春秋

早期莱国墓葬 M1，器用组合为鼎 4、鬲 4、壶 2、盖盆2、盘1、匜 1。墓中所出龙纹盘（M1︰13）形制、纹饰与仪征破山口龙纹

盘相近，反映出东夷与吴越的器用文化渊源。上述 4 鼎中，两件带钮平盖大鼎、两件鼓腹小鼎，两两形制、大小近同[52]，四鬲

两壶两盆均为同形器，是亦为二大鼎二小鼎四鬲两壶两盖盆的偶数同形的器用形式。临沂凤凰岭春秋晚期鄅国墓葬，墓室中有

殉人且在器物坑内随葬的 6件铜鼎，亦是形制相近，大小相同[53]。 

皖南地区 1979 年的繁昌县城关汤家山山顶墓，器物组合为鼎 6、盘形簋 1、甗 1、盘 1、管状流罐形腹盉 1[54]，盘形簋在吴

国中心区域或邻近的江苏丹阳、无锡等地区常见；而管状流罐形腹盉则属皖南地区独有之风格。6件鼎中分别有两件方鼎（图七

︰1）、两件立耳浅半球形腹圆鼎（图七︰2）、两件附耳罐形腹鼎（图七︰3），为偶数用鼎。 

肥西县红卫乡柿树岗村小八里出土的一组铜器，亦可见此种器用礼俗的延续。墓葬组合为鼎 2、簋 1、甗形盉 1、盘 1、匜 1

及四环小方盒 1[55]，同出瓦纹盖圆鼓腹簋，小双半环耳，年代可能早到春秋中期偏早，两件鼎偶数同形（图八）。甗形盉形近于

河南光山宝相寺上官岗砖瓦厂黄君孟夫妇合葬墓出土之甗形盉G2︰A6（图九），年代约在春秋中期偏早。春秋初期的黄君孟夫妇

合葬墓，G1即黄君墓出鼎 2、豆2、壶 2、罍 2、盘 1、匜 1,G2即黄夫人孟姬墓出鼎 2（图一〇）、鬲 2、豆 2、壶 2、罍 2、盉2、

甗形盉 1、罐 1、盘 1、匜 1 等[56]，黄君墓所出两件铜鼎亦为偶数同形的用鼎形式。黄、羕与樊同为嬴姓，均是淮水流域的淮夷

小国，亦普见偶数同形的用鼎情况。1964 年，河南桐柏县月河镇左庄村发现一组春秋早期铜器，组合为鼎、罍、盘、匜各一。

其中罍、盘、匜有铭文，作器者为羕伯庸。此外，1993—1994、2001—2002在左庄村北发掘东周墓葬 26座，出土大量羕伯器物
[57]。特别是春秋初期的 M4 与 M22，均随葬有偶数同形鼎，两座墓葬的 4 件鼎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图一一），惟 M4︰6、7鼎耳

部饰虺龙纹，M22︰3、4 鼎耳部饰重环纹，腹部均饰蟠虺纹、凸弦纹各一周。1978 年，河南信阳平桥发现了春秋早期晚段的樊

君夔及其夫人龙赢的同穴合葬墓，樊君夔随葬铜立耳无盖鼎2、簠 2，壶 2，盘 1、匜 1[58]，两件立耳无盖鼎形制相同，亦同属偶

数用鼎的情况。 

据近年研究发现，东夷族群特别是商末周初的东夷族群，与殷人关系密切[59]，应属广义之殷遗民范畴，如羕、黄即均为嬴

姓。商人与东夷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偶数用鼎的起源，殷遗民墓葬随葬器物如陶器的“偶数同形”现象，近来亦因周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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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家墓地的发现，为雷兴山先生等所揭橥[60]，学者亦曾注意到“偶数配列”是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的基本形式[61]。当然，“偶数

同形”究竟源出殷人、东夷还是吴越族群，尚需进一步讨论。偶数用鼎的器用礼俗影响深远，淮水流域的器用礼俗与汉水流域

坚持周制不同，这种礼制上的二元性正是此后楚国特殊礼器制度的源头
[62]
，学界亦早已注意到东周时期偶鼎制度在南方楚国、

齐鲁地区的广泛流行[63]。钟离君柏墓所出 5件铜鼎，3件立耳无盖鼎属于典型周制列鼎，两件有盖深腹鼎为偶数同形鼎[64]，是其

分属不同的礼器器用体系，且各自遵循完全有别的奇、偶数礼制规范。学者已指出，这种弥合两套器用礼俗的情况是春秋中晚

期普遍的礼制实践现象，代表了东周以降新的礼器使用方式[65]。偶鼎的生命力亦借以延续，降至战国时期，楚国墓葬如包山二

号墓中还有“二镬鼎、二鐈鼎、二羞鼎、二铏鼎、二升鼎”的偶数器用组合。可见此种器用特征，似表现出“周人”共同体内

各族群仍在一定时段和地域内保存有某些自己独立的文化因素，并由此可以通过在同一墓群中共存的不同文化因素，看到当时

族群相互融合的趋势。 

 

图七//繁昌县城关汤家山山顶墓随葬偶数鼎 

1.方鼎 2.立耳浅半球形腹圆鼎 3.附耳罐形腹鼎 

 

图八//肥西县红卫乡柿树岗村小八里出土偶数同形鼎 

1.小八里鼎之一 2.小八里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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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肥西小八里与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的甗形盉 

1.小八里甗形盉 2.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甗形盉（G2︰A6) 

 

图一〇//光山宝相寺黄夫人孟姬墓出土偶数同形鼎 

1.黄夫人鼎之一 2.黄夫人鼎之二 

 

图一一//桐柏县月河镇左庄村羕国墓葬出土偶数同形鼎 

1.M4︰6 2.M4︰7 3.M22︰3 4.M22︰4 

由上述，宁镇、皖南地区土墩墓葬偶数用鼎的器用礼俗，在传统认识上之淮夷、东夷的皖北、豫南、山东黄河下游以至近

海地区可发现其渊源与流变。至晚在春秋初期，上述广袤地域中偶数同形鼎的普及与中原地区已普遍遵行的奇偶配比的列鼎制

度并行不替、迥然有别，显示出对“周礼”即周人用鼎制度的膺服下，地方族群器用礼俗的独立性。 

四、小结 

土墩墓是周代江南地区典型墓葬遗存，高等级墓葬中所随葬之青铜容礼器，长久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以上在学界铜器文

化因素分析基础上，采用“区位分析”法回溯墓葬器用情境，似可发现宁镇、皖南、江淮上溯山东沿海地区墓葬青铜器用之偶

数用鼎，似乎存在墓葬整体偶数用鼎与偶数同形鼎两种情况，而后者伴随中原地区列鼎、同形簋奇偶配比器用礼俗的确定，在

春秋初期即在上述地区普遍流行，形成与中原地区的“周制”并行有异的另一种“复古式”的用鼎礼俗。中原、吴越、淮夷诸

种文化在宁镇、皖南地区的交融激荡，揭示出春秋以后诸侯国族在青铜器用文化层面的交融互摄，并最终凝聚成华夏族群的动

态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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